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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東亞儒學研究是近年來臺灣重要的人文學研究項目。我因緣際

會，這十多年來參與了以臺灣大學為基地的幾個大型的東亞儒學的研

究計畫。嚴格說，我不是儒學研究者。我之所以參與這些東亞儒學研

究計畫，自有其學術上的內在原因。我從事中國皇帝制度的禮制研

究，因此包含儒學中的禮學，以及所謂儒教國家。因著這層原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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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是與儒學研究沾上邊。另一方面，我也從事東亞史研究。於是我也

加入了從2000年開始的「近世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畫。

該計畫是屬於臺灣教育部所推動的「大學追求卓越計畫」之一。計畫

主持人是黃俊傑教授。從這個計畫開始，東亞儒學研究課題開始獲國

家的支持，在學術界也蔚為一股風潮。我以這些計畫參與者的立場，

並基於史學研究的角度，反省並檢討這十多年來以黃俊傑為代表的東

亞儒學研究，並作若干前瞻。

二、東亞儒學研究的開展

黃俊傑所領導的「近世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的學術源流或脈

絡扼要說明如下。

1993年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所推動的「當代儒學

主題研究計畫」。根據該計畫主要學者李明輝的說法，該計畫的緣起

如下。
1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儒學進入新的時代。中國在所謂改革開

放後，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瓦解，儒學得到了復興契機。戰後臺灣則

一直是儒學重鎮，中央研究院又是臺灣學術的領導者，故必要因應

中國儒學研究興盛的挑戰，而推動新一波的儒學研究。這個計畫自其

始，就充滿了儒學信仰的動機，並標榜民族文化。如計畫核心成員

李明輝引用當代新儒家徐復觀之語：「以甦醒中國文化的靈魂」。自

1993年計畫開始，黃俊傑就是該計畫的核心成員。

這個計畫的第二期，從1996年開始，以「儒家思想在近代東亞

的發展及其現代意義」為主題。這應該是臺灣的東亞儒學計畫正式的

展開。根據李明輝之說，其理念是：

我們之所以選擇這個主題，是鑑於過去中文學術界的儒學研究

1 
李明輝：〈中央研究院「當代儒學主題計畫」概述〉，《漢學研究通訊》第

19卷第4期（2000年11月），頁564-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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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將視野局限於中國本土，忽略了東亞其他曾受到儒家思想

影響的地區，隱然帶有一種「中國中心論」。⋯⋯事實上，由

於各自不同的歷史背景，儒家思想也以極為不同的方式在這些

地區發生作用，而各自形成同中有異的傳統。因此，我們不但

有必要將東亞視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儒家思想的影響，也有必

要就這些地區的不同歷史、文化背景來探討儒家思想在其中所

呈現的殊異性。
2

該計畫成員認為，儒學所影響的範圍不限於中國，是及於東亞。

若以儒學為研究主題，而只限於中國，是所謂「中國中心論」。因此

該計畫呼籲儒學的研究既要將東亞視為一個整體，也應探討儒學在東

亞的不同地區中有何種不同的影響，即所謂「殊異性」的研究。

此「儒家思想在近代東亞的發展及其現代意義」研究計畫的主要

研究成果集結成四本會議論文，以「儒家思想在現代東亞」為總題。

其副標題分別是總論篇、日本篇、中國大陸與臺灣篇、韓國與東南亞

篇。
3
因此就如篇名所提示，該計畫所推動的東亞儒學的重點在於儒

學在東亞各國的發展，如中國、日本、韓國、越南、馬來西亞與新加

坡。但該計畫的核心成員並不認為他們需說明東亞儒學為何，尤其

是作為整體的東亞儒學。在其總論篇中，亦無一篇對東亞儒學作出定

義。這不是編者忽略或不能，而是在這個階段，只有「儒學在東亞」

之說，並沒有「東亞儒學」之說。

1998年，黃俊傑得臺灣大學的支持，設置「中國文化的經典詮

釋傳統之研究」計畫並擔任總主持人。該計畫整合臺大人文社會相關

學院的教師近二十人，共同執行十多個子計畫。此計畫可視為中研院

中國文哲所籌備處的當代儒學計畫的延續，而將重點開始置於傳統中

國。該計畫的最大特色是新理論與方法的強調，即「經典詮釋」。

2 
李明輝：〈中央研究院「當代儒學主題計畫」概述〉，頁564-571。

3 
這套叢書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出版，屬該研究所的《當代

儒學研究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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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臺灣的教育部開始推動「大學追求卓越計畫」，希望能

培育出國家重點支持的研究課題，而將之作為大型研究計畫。臺大在

人文學方面推出了黃俊傑所領導的儒學研究計畫。由於黃俊傑長期在

這個領域的耕耘與業績，於是以他為總計畫主持人的「近世東亞儒家

經典詮釋傳統」能獲選成為所謂「卓越計畫」。該計畫的期間是2000

年至2004年。

此所謂「卓越計畫」的課題是儒學，如題目所示。而其特色有

二：一是經典詮釋，二是東亞。經典詮釋的立場與方法是延續1998

年的「中國文化的經典詮釋傳統之研究」。更大的特色當是東亞論的

提出。藉由這個大型計畫的推動，東亞儒學開始成為學界的熟語。

從這個計畫成立的脈絡來看，其初衷是儒學研究的創新。臺灣是

戰後儒學研究的重鎮。上世紀90年代以後，臺灣的儒學研究遭遇內

憂外患，但也有新的契機。長期以來，儒學研究受益於國民黨的「復

興中華文化」的政策，受到很多獎掖。但儒學與政權掛鈎，實禍福

難言。80年代後期，隨著國民黨解除戒嚴與民主化運動的開展，官

方儒學式微。此時儒學陣營中仍有活力的是新儒家。從中研院中國文

哲所籌備處的當代儒學研究計畫由劉述先、李明輝與黃俊傑所推動來

看，可知這個計畫充滿了新儒家的學術企圖心。新儒家的牟宗三、 

徐復觀都典型夙昔，至今影響深刻。90年代以後，對於這批新儒家

而言，新時代來了，如何有新研究是當務之急。既是內憂，也是契

機。外患則是中國的挑戰，如前引李明輝的意見。

此外，80年代以後，東亞經濟有很大的發展。日本與「亞洲四小

龍（韓國、香港、新加坡、臺灣）」之經濟表現使東亞成為十九世紀

「工業革命」以來，繼西歐、北美的另一個資本主義化成功之區域。

中國這頭睡獅更是迅速崛起。這個事實促使學者思考經濟發展與東亞

文化之間的內在關聯性。由於韋伯（Max Weber，1864-1920）學說的

導入，甚至出現一股韋伯熱，有學者套用韋伯學說論證基督新教倫理

與歐洲資本主義興起的理論模式，希望能找到東亞的一個共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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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論證其如何促使這個區域的資本主義發達。這個共同文化被認為

是儒學。這也是東亞儒學之說的另一個起源。其中以1988年黃光國 

《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
4
出版為代表。前引李明輝的文章中也提到

了東亞經濟發展如何作為東亞儒學研究的契機。東亞經濟發展也提供

了學術發展的外部機緣，即學者間的交流熱絡。隨著東亞各國學者間

的交流，李明輝所謂的儒學的「中國中心論」受到質疑。在東亞各國

學者的合作下，東亞儒學的芻議隨之而出。

此計畫除總計畫外，分為八個子計畫。如下：

1.黃俊傑：德川時代日本儒者對《論語》的詮釋。

2.楊儒賓：德川時代日本儒者古學派的經典詮釋。

3.甘懷真：德川時代日本關於中國禮學的詮釋。

4.  李明輝、楊祖漢：近世東亞儒者關於孟子心性論的辯論與詮

釋：比較哲學的探討。

5.  張寶三：東亞近世經典詮釋的遠源：漢唐時代儒者對經典的詮

釋。

6.鄭吉雄：中國近世儒者對《易經》的詮釋。

7.  吳展良：理學的世界觀與認知方式之基本特質：以朱子的經典

詮釋為中心。

8.陳昭瑛：儒家的春秋史學與連橫的《臺灣通史》。

這八個分項計畫可以歸納為二個類型：一是以儒學為主的東亞各

國間的文化交流史或儒學比較研究；二是中國近世儒學的經典詮釋研

究。前者如近世日本儒學的研究、中韓儒學比較研究。後者如近世儒

學中的理學、《易經》的經典詮釋。此外則有漢唐間的經學與臺灣儒

學研究。對前者來說，是東亞概念的導入；對後者來說，則是經典詮

釋方法的強調。總之，黃俊傑所領導的東亞儒學研究的「卓越計畫」

是希望從二方面來突破儒學研究的困境，即二個立場與方法的強調：

4 
黃光國：《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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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詮釋學（hermeneutics），二是東亞論。

這個「卓越計畫」可謂戰後臺灣少見的大型研究計畫。我個人作

為核心成員，不好自說功過成敗。且該領域太大，作為史學家也只能

在我的本分內。我只想以參與者的經歷，僅就經典詮釋與東亞論的二

個角度，作出反省，並與學界一起策勵來茲。

三、經典詮釋的方法

80年代以後中國，由於共產主義的知識霸權衰退與學術研究的

相對自由化，以儒家經典為軸心的傳統中國文化也有了新的契機，我

們可將之稱為後馬克思主義時代的儒家經典研究。臺灣則面對解嚴以

後的新局面，對於許多有心推動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而言，尤其是新

儒家，他們必須新詮其意義。其中一條新的進路是詮釋學，即運用西

方詮釋學的理論與方法，將傳統中國以經學為中心的學術轉化為如詮

釋學一般的哲學。換言之，在許多現代學者的印象中，經學的地位低

落，甚至是陳腐的象徵。但對於許多研究中國文化的學者而言，深知

經學是傳統中國諸學問，甚至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其中一些學者也相

信舊經學有其新意義。若要將經學重行於世，不可能是原原本本沿用

傳統學者的路徑。詮釋學是多年來流行於哲學界的一套西方哲學，於

是有些學者，希望利用西方詮釋學的理論與方法，解構與再造中國的

經學。二十世紀的儒學不斷的自我哲學化。這是新一波儒學的哲學

化，尤其在經學的哲學化，其目的在建立「中國詮釋學」。
5
對於這些

學者而言，經學的哲學化，尤其是轉換為詮釋學，是中國文化的一條

出路。

故我們可以這樣說，從詮釋學角度探究儒學（包括經學）的初衷

5 
參見湯一介：〈再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
1期，頁83-90；湯一介：〈三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中國文化研究》
2000年第2期，頁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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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企圖將中國的經學轉化為具有西方意義的哲學，如詮釋學一般。該

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畫在進行之初，也宣告要運用儒家經典

注疏之研究以建構「東亞詮釋學」。
6
這是一個哲學課題，也是一個哲

學的學術工程。作為學問課題的本身，它是要援引西方詮釋學理論建

構以儒家經典為儒教聖經的哲學體系。以黃俊傑的說法為例，他要作

的經典詮釋研究是探究經典文本與解經者的哲學建構之間的關係。而

其目的當然是要為現代人說明何為儒學，進而能成為現代人的信仰。

我們也可以想見這項研究與新儒學運動間的關係。因此，要投入這個

課題，哲學素養是一回事，該學者要有儒家信仰作為動力。也因此，

儒家經典詮釋研究計畫若置於中研院文哲所，由哲學家與儒家執行，

應該可行。但黃俊傑想用這一個哲學課題來整合跨學科的人文學研

究，其實難度甚高。從高標準而言，這個計畫想要建立東亞詮釋學的

目標應該是沒有達成。

對於歷史學家而言，詮釋學的哲學取向是無法直接適用於歷史

學。然而，若我們不執著於所謂建構中國詮釋學或東亞詮釋學的意

圖，則詮釋的研究方法仍有助於拓展史學新視野。這裹所談的詮釋角

度，在理論上也包含了以葛茲（Clifford Geertz，1926-2006）為代表

的文化詮釋（cultural interpretation）的相關學說。至於葛茲等人的學

說與詮釋學之間的複雜關聯，就非我能申辯，留待專家。只就應用層

面，無論來自於詮釋學或文化研究中的詮釋理論，詮釋的角度是立基

於批判實證主義的追求客觀通則的研究取向，而重視行動者（人）是

會依據其主觀的知識、信仰去詮釋其外在世界的意義，而採取行動。

歷史學研究喜探尋在一個時空特定脈絡下的一群人的規範，所謂客觀

的規範。但人文學研究中的客觀規範卻不同於自然界的法則，它們是

人的主觀所建構的普遍性。人文世界中有作為理解、詮釋與行動者的

人。這樣的人，既受到共同文化的規範或制約，也主觀的去理解與詮

6 
東亞詮釋學之說，亦見於黃俊傑：〈東亞儒學史研究的新視野：儒家詮釋學

芻議〉，氏著：《東亞儒學史的新視野》（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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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了共同文化，並為自己的策略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詮釋學啟發了歷史學研究，至少有以下二點：一是重視行動者的

主觀性；二是啟發了我們對於語言與歷史關係的再思索。「近世東亞

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的計畫書說：「詮釋皆起源於人活在語言的情境

中，故對於經典中的語言的理解，必然都需通過讀者的詮釋活動，所

謂人對『過去』或經典的瞭解基本上就是一個語言學的過程。」
7
受到

詮釋學的啟發，使我們可以認清經典注疏的成立是透過人為的行動。

注疏的成立必須是有一位經典的讀者並同時是註解者，是這一位行動

者通過了理解與詮釋的過程而創造出經典注疏。因此，經典成立本身

是一個事件，而注疏並不是經典成立後的必然產物，注疏成立本身也

是一個歷史事件。受詮釋學影響，事件又為歷史學研究的關鍵字。

舉例而言，歷史學家關心清季民初思想的轉換，尤以「五四運

動」的反傳統思潮為焦點。有學者認為民初的反傳統思潮成立的思想

史原因是傳統中國有「整體性思維」的文化傳統，這種整體論思想影

響了二十世紀中國出現了全盤反傳統的思潮。
8
此說言之成理。但可

以補充說明的是，所謂影響之說，不是甲思想直接影響了乙思想。如

傳統中國的整體性思維影響了五四運動。歷史學中的影響不可能是沒

有人為中介。故究其實，是五四運動時的人去理解、詮釋了傳統文

化，而為了當時的策略，以達成當時的目的。而這個詮釋行為是一個

事件，不是理所當然的因果關係而已。

另一個例子是日本史的「萬世一系」。雖然「萬世一系」是天皇

制論述的用語，不能用來描述日本王權的實態，但其意象是可以用來

對照中國歷史的「改朝換代」。通說之一認為中日王權型態的差別在

於中國有儒家的革命理論，而日本有古代的天皇制神話。換言之，思

想型態決定了政治現象。兩者是一種因果關係。如中國因為有五德終

7 
黃俊傑：〈「近世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傳統」計畫書〉，未刊稿。

8 
林毓生：〈五四時代的激烈反傳統思想與中國自由主義的前途〉，《思想與

人物》（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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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文化傳統，故發生改朝換代的現象。日本則是受古代天皇制神話

理論的制約，故天皇是「萬世一系」。十四世紀足利義滿政權成立過

程研究，可以給我們新認識。在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掌握京都政治

時，他是籌畫廢掉現任天皇而由其家人擔任天皇，其結果就是中國式

的改朝換代。足利政權的文宣品也大量出現儒學理論以證明其革命的

正當性，如湯武放伐、孟子革命、帝德之說等。但結果是足利政權終

止了革命行動，這使得天皇制得以續存，公家制度也得到保存。
9
若

從經典詮釋的角度看此歷史，不是經典中的思想（如《日本書紀》、《孟

子》、《禮記》等）決定了歷史現象。而是歷史上的人在客觀條件下，

依其主觀意志如何理解、詮釋了這些經典思想，而轉化為策略，或為

達成自己預設的目的。因此，歷史現象成立的關鍵之一是這類詮釋行

為，而它作為事件。

再就語言與歷史學的關係而言，可分作二個課題：一是史料批

判，二是漢字問題。臺灣的史學研究的脈絡之一是上承上世紀前半期

中國大陸的史學運動，尤其是所謂「史料學派」。史料學派的基本信

念是要將歷史建構在史料所呈現的事實上。此原理至今仍是史學界的

是圭臬。而詮釋理論則告訴我們概念、語言（文字）與歷史脈絡之間

的複雜關係。史料成立本身也是一個歷史事件。所以史料，尤其是記

載史料的著作，應當成是一個論述。史料既包含了事實，也經常是著

述者有意的連結與操弄，故史料經常沒有說真話。我們要檢視史料成

立的過程與作者的企圖，經過批判才能篩出事實。史料不一定說了真

話。史學界強調「讓史料說話」，此是歷史學可以作為一門學科的必

要條件。若只是蒐集、排比與歸納史料與史實，則我們只是複製了古

人所欲建構的觀點。我們現在對中國史的印象如「以農立國」、「中央

集權」、「貞節烈女」，雖然是事實，卻只是事實的一面。這些中國史

9 
村井章介（1949-）：〈易姓革命の思想と天皇制〉，收於《講座‧前近代の
天皇》（東京：青木書店，1995年），第5卷，永原慶二編：《世界史のな
かの天皇》，頁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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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是存在於正史的論述，其後被現代史家依史料排比所複製。這些

歷史的表象掩蓋了其他的真相，如非農民的廣泛存在，地域自主性傳

統的根深蒂固、性觀念的複雜性等。

詮釋學的語言觀點也引導我們重視漢字史料的問題。中國歷史或

東亞歷史研究得以展開，是拜漢字史料之賜。但是漢字也會誤導我們

認識歷史真相，不得不謹慎。從我們目前對漢字發展的新認識而言，

漢字源自上古的政治系統，從政治符號轉換而來。雖然我們可以想

像漢字與統治者口語之間的關係，但我們應視漢字為一套獨立的語言

系統，相應於東亞各地的方言。當漢字流傳後，文字與口語間會出現

複雜的對應關係，口語也會受文字影響。但這都另當別論，我們不能

認為漢字是中國人口語的文字表現。真正能「我手寫我口」要等到近

代的白話文運動。基於這樣的認識，對於歷史上的中國人而言，漢字

都是外來的，且要經過學習的過程。過去我們認為漢字與古代日語之

間存有某種翻譯現象，其實漢字與中國的地方口語之間又何嘗不是？

因此，漢字與地方口語之間存在複雜的關係。如果思想是要藉語言表

達，而這類口語又要轉換為漢字，則我們如何從漢字史料再推論當事

人的思想，就不只是「讓史料說話」的問題而已了。這套詮釋學的想

法有助於思考儒教現象，這也是東亞儒學研究計畫的初衷。歷史上的

儒教不是鐵板一塊。儒家經典注疏的行為以及其他與經典解釋有關的

行為所建立的儒教傳統不是經典知識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歷史中的

人（如經典注疏者）的行動的結果。而人（行動者）如何行動則是一

個事件，即它不是知識邏輯本身可以解釋的。這個行動是由該行動者

如何理解與詮釋經文，以及配合某策略，或為了某目的所決定的。而

這類行動的發生是一複雜的歷史結果，可從兩個層面觀察。一是知識

的活動，二是政治的活動。所謂知識活動是指行動者基於其既有的知

識系統以理解經典的內容，並自認為是基於知識的邏輯以詮釋經典。

而所謂政治活動則是指行動者在一特定的權力關係與制度的脈絡中，

基於自身的策略與目的，而作出的經典詮釋。此二者的區分是為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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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目的，但在現實上，行動者不會區分或意識這兩者的區別，經常

在主觀上以為己身的活動是知識性，而就我們的觀察卻認為是政治

性；或當事人以為是權力的運作，其實是奠基於當代的知識邏輯。我

個人的研究則集中在討論經典與權力的關係。幾年下來，成就有限，

但個人收穫甚多。

四、東亞論的省思

黃俊傑所領導的東亞儒學研究計畫所發展出來的東亞論與東亞文

化交流則是更引發風潮與討論。該「近世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研

究計畫在執行的前期，就配合當時臺灣教育部所推動的「研究型大學

整合計畫」下的設置重點研究中心的項目，轉型為「東亞文明研究中

心」（2002年10月至2005年9月）。以「東亞文明」為名稱的研究中

心的設置作為一個標誌，宣告東亞為課題的研究在臺灣的體制化。也

由於東亞名號的打出，對東亞研究質疑的意見也出現。

在2000年以前，東亞史相關的研究早就有跡可循，不待東亞儒學

研究的提出。而黃俊傑其實不是東亞史的研究者。若以2000年作一個

時間點，這個階段的東亞儒學計畫所倡議的東亞研究是東亞各國間的

文化交流、互動的研究。因此，所謂東亞，是以中國、韓國、日本、

越南為主的各國所建構的空間領域，而研究的主題是諸國之間的文化

交流。如前文所述，從1996年始，中研院中國文哲所籌備處所啟動的

東亞儒學研究是研究在東亞的儒學，探究儒學在不同地域所呈現的多

面貌與多意義。而黃俊傑推動東亞儒學研究的初衷是將儒學在中國的

研究擴及儒學在中國的域外，包括中國與域外互動等。這個域外的區

域就籠統稱為東亞。
10
依此研究動機，研究者沒有必要定義東亞為何。

且就黃俊傑個人的東亞儒學史研究而言，與其說是文化交流史的

10 
黃俊傑：〈東亞儒學史研究的新視野：儒家詮釋學芻議〉；也參見該書的

〈自序〉，頁 i-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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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與方法，不如說是比較思想史。黃俊傑尤其致力於中日儒學思想

的比較研究。其課題如江戶時代的儒者如何詮釋朱子學、孟子學、四

書，以及這些日本儒者解經與中國儒者解經的異同。因此，對於黃俊

傑而言，東亞儒學只是一個方便之稱，用來整合中日、中韓等儒學思

想比較研究。黃俊傑是相信這些研究可以更理解何謂儒學，但無意定

義東亞，更沒有要宣告儒學有一「東亞性」。

但隨著黃俊傑的東亞儒學計畫的大力開展，尤其是臺大東亞文明

研究中心的成立，何謂東亞就成為迫切需要定義的問題。東亞文明研

究中心於開始運作後不久，即舉辦「東亞、儒學與東亞儒學」學術研

討會，為東亞儒學定調。這次研討會中，黃俊傑發表了〈「東亞儒學」

如何可能？〉一文。其後該文發表在期刊，也收到專書中，成為黃俊

傑倡議東亞儒學的重要宣言。
11
該次會議還有楊儒賓發表〈「東亞儒

學」：「東亞」或「儒學」？〉，檢討東亞與儒學二個概念連結的正當

性。我則發表了〈東亞、儒學與王權：「漢字文化圈」研究的省思〉，

也嘗試定義東亞的空間範疇。
12

由於東亞論受到一些質疑或批評，黃俊傑也開始對東亞之說作出

理論的反省。
13
我歸納二個議題。一是批判中國文化影響週邊論。二

是強調多元論的觀點。對於前者，長期以來，臺灣的東亞史研究的

重點是講述中國文化如何影響週邊之域外，如日、韓與越南諸國。代

表性的學者是高明士，代表作品可推高明士在1981年發表的〈光被

四表─中國文化與東亞世界〉一文。
14
高明士用「光」的意象來形

11 
黃俊傑：〈「東亞儒學」如何可能？〉，《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

（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8年），頁29-56。
12 
甘懷真：〈東亞、儒學與王權：「漢字文化圈」研究的省思〉，發表於臺大

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東亞』、『儒學』與『東亞儒學』」第五次學術

講論會（2003年7月21日），未刊稿。
13 
主要參見黃俊傑：《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辯證》（臺北：臺大出版中

心，2008年）。
14 
高明士：〈光被四表─中國文化與東亞世界〉，收於邢義田主編：《中國

文化新論─根源篇：永恆的巨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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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中國文化對週邊國家的影響是非常傳神的。這是典型的「核心—邊

緣」傳播論，且認為中國作為行動的主體以及週邊國家作為客體。然

而，黃俊傑非常警覺於這種「核心—邊緣」傳播論，它強調文化交流

是強調雙向、互為主體的。
15

黃俊傑所受的另一批評是來自於多元論。東亞儒學之說容易讓人

聯想東亞有一共有、同質的儒學文化，而此東亞是中國文化圈的另稱

而已。這個批判尤其來自於子安宣邦。
16
黃俊傑為回應子安宣邦，也

一再強調自己多元論立場。若比較黃俊傑於2001及2008年出版關於東

亞儒學概論性質的論文，前者強調東亞儒學（史）是要追求具有東亞

特色且在東亞內部具普遍性的儒學，或謂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學。而後

者雖仍繼承前者的說法，但凸顯多元主體的立場。
17
綜合而論，黃俊

傑既認為東亞有一共同、普遍的儒學，這是「一」。但這個「一」卻是

伴隨二個條件。一是多元地域文化的存在，二是時間性上的歷程。

黃俊傑既倡議東亞儒學，若否認有作為「一」的東亞儒學，則其

議題完全潰散。因此，黃俊傑肯定有作為「一」的東亞儒學。此東亞

儒學是「自成一格」、「自成體系」，且不是各地域儒學的「機械式的

組合拼裝」、「總合而已」。
18

但同時，黃俊傑為避免傳播論、一元論的批判，強調他也重視東

亞內部多元地域文化的差異。且他所謂的「一」的東亞儒學是作為結

果而言，在歷史的歷程中，在各時代、各地域有不同的發展面貌。如

年），頁112-134。
15 
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臺

大歷史學報》第43期（2009年6月），頁187-218。
16 
其中文著作且在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出版的為子安宣邦著，陳瑋芬等

譯：《東亞儒學：批判與方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年）；亦參見
子安宣邦（1933-）：〈「東亜」概念と儒学〉，《「アジア」はどう語られて
きたか—近代日本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東京：藤原書店，2003年），
頁171-198。

17 
前者是黃俊傑：〈東亞儒學史研究的新視野：儒家詮釋學芻議〉，後者是 
黃俊傑：〈「東亞儒學」如何可能？〉。

18 
黃俊傑：〈「東亞儒學」如何可能？〉，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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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傑說：「所謂『東亞儒學』在二十一世紀臺灣的提法，正是預設

了一個文化多元性的立場，在承認儒學傳統在東亞如中國、朝鮮、日

本、臺灣、越南各地域，各自展現其多彩多姿、多元多樣的文化面貌

與內涵⋯⋯簡言之，『東亞儒學』的特質在於『寓一於多』，在儒學大

傳統框架中展現東亞文化的多元性。」
19

就東亞儒學是「一」的議論而言，如前所言，這不是一個歷史學

的問題，而是我們如何定義儒學的哲學問題。儒學之為儒學，豈能沒

有「一」。問題在於東亞而不在於儒學，即為什麼要以東亞去規範儒

學的「一」，以及儒學之前何必冠上東亞。我們可以說，以黃俊傑為

代表的東亞儒學計畫在這十多年間，只是要將中國儒學史作大，其研

究的範疇擴及中國的鄰國，故將之籠統稱為東亞儒學。如過去的研究

只作中國儒者如何解讀《論語》，現在擴及日本儒者的解讀《論語》，

再藉由這個比較研究而進一步理解《論語》的經典內涵。也可以這樣

說，黃俊傑的東亞儒學研究是要藉由比較儒學史而彰顯儒學的性質。

故黃俊傑的東亞儒學研究的最終目的不是探討在東亞的儒學為何，而

是儒家經典中的儒學為何。這樣的研究與其說是歷史學，不如說是哲

學。故在這層意義上，東亞對於黃俊傑而言是沒有太大意義的。這

也是為什麼子安宣邦既作為黃俊傑的論敵，其論文又不斷被黃俊傑

引用。因為子安宣邦倡議「東亞作為方法」，力圖解構作為實體的東

亞，而黃俊傑也不需要一個有實質領域的東亞。

在2009年的論文中，黃俊傑將東亞定義為「接觸空間」。
20
這是

黃俊傑再一次宣告東亞的非整體、非實體化。這種說法也可以從黃俊

傑的多元論立場加以理解。在多元論上，黃俊傑有這樣的說法：「儒

學在東亞的確深具多樣性，絕非中國儒學之單一面貌所能涵括，這種

19 
黃俊傑：〈「東亞儒學」如何可能？〉，頁43-44。

20 
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臺

大歷史學報》第43期（2009年6月），頁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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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樣性實植源於東亞各地之地域特色與民族文化傳統之中。」
21
又說

歷史上東亞儒者「建構深具各地民族特色的地域性儒學系統。」
22
由

此可知，所謂東亞儒學的「多元」主要是指多民族或國家，如中國、

日本、韓國等。目前的東亞儒學的提法雖然鋪陳多元文化之說，但仍

以民族或國家作為文化的單位。所謂具民族特色的地域性儒學主要是

指中國儒學、韓國儒學、日本儒學等。在這個觀點與立場上，東亞有

多元的文化主體，亦作為實體，如中國、日本、韓國等，而東亞是這

些多元文化主體的交流、互動的場域，所謂「接觸空間」。這種接觸

空間說也作為黃俊傑倡議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理論之一。如前所述，從

2000年的「卓越計畫」開始，東亞各國的文化交流史就是主要課題，

又隨著東亞儒學計畫推動所帶來的理論攻防，黃俊傑的東亞儒學研究

也更表現為東亞文化交流史研究。
23

東亞本身是一個文化交流的「接觸空間」，而其中的民族、民族

文化才是具實質與主體性。這個說法若是在定義東亞，自是一家之

言，若要解釋東亞儒學的正當性，則有進一步思考的必要。黃俊傑由

「接觸空間」之說再次宣告東亞的非實體性，而同時歷史上的民族或

國家才是實體。我個人不願意這樣看待歷史上的東亞，這另當別論，

但這樣的東亞觀點實際上也宣告了東亞儒學作為一個課題的空洞化。

若黃俊傑的東亞只是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觸空間，故其中有中韓儒學交

流、中日儒學交流、日韓儒學交流等，我們將這種交流史合稱東亞儒

學（史）的意義何在？若我們將東亞儒學的說法抽掉，只剩下中韓儒

學交流、中日儒學交流等研究領域又何妨。因為究其實，只有中國儒

21 
黃俊傑：〈「東亞儒學」如何可能？〉，頁53。

22 
黃俊傑：〈「東亞儒學」如何可能？〉，頁43-44。

23 
「文化交流」也成為近年來人文學研究的顯學。這項研究不因東亞儒學研

究而起，不限於東亞範疇。只不過東亞論的提倡有推波助瀾之效。黃俊傑

近年也熱衷推動文化交流史研究，在臺灣大學歷史系主持「文化交流史領

域發展計畫」（2008-2010），作為該系「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一部分；
也是以日本關西大學為基地的「東亞文化交涉學會」的核心成員，擔任過

第二任的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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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日本儒學與韓國儒學，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交流，而無作為整體

的東亞儒學。或者說這個儒學又何必冠上東亞。

我並不是在批評黃俊傑的東亞儒學說，只是要還給黃俊傑的東亞

儒學之說一個明確的定位。其實從2000年開始，黃俊傑的東亞儒學

計畫本身就沒有要提出作為整體的東亞儒學論，其東亞儒學之說只是

中日儒學交流、中韓儒學交流的集合。更精確的說，是東亞各國儒學

比較研究。而且，黃俊傑的東亞儒學說是為了儒學研究，而不是東亞

史研究。故十年多來，這項計畫加深了我們對四書學、朱子學、孟學

的認識，但不是東亞。其實這正是黃俊傑推動這些計畫的初衷。

五、東亞世界與東亞儒學

本文最後，再回到儒學是否有東亞性的問題上。東亞論問題錯綜

複雜，也不是我能以此短文就斷是非。而我的目的也不是在爭論對

錯，是希望在東亞儒學概念的啟發下，為這個課題的歷史學研究再跨

出一步。

我再一次檢討西嶋定生（1919-1998）的「東亞世界」論。介紹

其說者多矣， 
24
我就直接切入論點。

西嶋定生是戰後日本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運動的中國史代表學者。

這批學者集結在「歷史學研究會」，其立即的任務是批判戰時的「皇

國史觀」，將日本的歷史置於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思考下的「世界史」

中，以論證日本的歷史如何是世界史的一環。最具體的研究法是以馬

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階段論來規範思考日本歷史。西嶋定生在1949

年的「歷史學研究會」年會演講「世界史之基本法則」一題，主張中

國、日本的歷史皆服膺所謂世界史的基本法則。但西嶋定生主張前近

24 
甘懷真：〈所謂「東亞世界」的再省思：以政治關係為中心〉，《皇權、禮

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491-493。



 從儒學在東亞到東亞儒學：東亞儒學研究計畫的省思 397

代的世界非單一世界，地表上同時出現複數的世界。在近代以前，各

世界間雖有交涉，卻是獨立展開其歷史。其中的一個世界是東亞世

界，而中國與日本皆在其中。

西嶋定生說東亞是一個自律、完結的歷史世界。25
這是一個很容

易遭批評的說法。黃俊傑就有批評之說：「晚近的研究文獻已經告訴

我們：自遠古以來，各民族之間早已進行跨文化的交流。」
26
我想這

是對於西嶋定生的誤解。若通讀西嶋定生的文章，西嶋定生及其所處

的學術脈絡是非常重視地域間的文化交流，包含東亞與內陸亞洲、西

亞等。西嶋定生不是在談文化交流的有無，或地域文化的開放性或封

閉性。所謂東亞世界的自律與完結，要從世界史的法則的觀點理解。

即東亞作為一個前近代的歷史世界，自有其獨特的發展法則，不可以

用世界史的通則定義之。所謂通則如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歷史發展階

段論等。所謂自律、完結並不是說東亞自古以來是一個封閉、對外不

交流的空間領域，更不是要說東亞是一個所謂純種的文化。西嶋定生

要強調的是東亞歷史的獨自結構，及此結構所反映的法則。西嶋定生

論證了東亞歷史中的特殊結構，如皇帝制度、漢字、儒教與佛教等。

這些東亞歷史的發展，無論是制度或事件，形成了東亞歷史的獨自結

構，也創造了其所謂法則。西嶋定生要強調的是，東亞歷史的法則來

自於東亞自身的歷史發展，而不是來自所謂世界史的普遍法則。所以

西嶋定生才會說東亞是一個自律、完結的歷史性世界。

所謂東亞歷史的獨特性，西嶋定生提出了二個層面的觀察。其一

是皇帝制度的成立。西嶋定生跳脫馬克思主義史學式的東方專制論的

窠臼，從中國史本身的事件演變探討戰國至秦漢時的皇帝制度的成

立。且皇帝制度成立並不是只造就了一國（中國）史範圍中的政治變

25 
西嶋定生：〈第一章序說─東アジア世界の形成〉，收於甘懷真編：《中

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4年），頁
398。

26 
黃俊傑：〈作為區域史的東亞文化交流史─問題意識與研究主題〉，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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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影響更及於東亞。
27
西嶋定生重視皇帝制度中的冊封體制。此冊

封體制建構了東亞的一元政治體系，也使東亞成為一個歷史世界。其

二是東亞作為一個文化圈，具有可以區別其他歷史世界的文化特徵。

西嶋定生所列出的文化項目有漢字、儒教、佛教與律令。

西嶋定生提出了儒教作為東亞的共通文化要素之一。儒教云者，

在日本學術的脈絡中是指制度化的儒學，雖與作為學術的儒學高度重

疊，但終究不完全等同。而且，儒學史研究非西嶋定生的專業。因此

不需要從西嶋定生的東亞世界之說去推論東亞儒學。但此東亞世界論

仍給了我們理論、方法上的啟發。

東亞內部有多元的儒學存在，此無庸置疑。從歷史學的立場，我

們想知道為什麼在長時間、大空間中，儒學是如此流傳。一方面儒學

流傳於東亞之內，另一方面東亞也以儒學流傳的範圍定義之。我是主

張東亞儒學之說有其正當性。它在說明儒學具有東亞性。而此所謂東

亞性，不是指帝國、民族、國家等集體的本質，而是指東亞歷史的發

展過程中，重要的制度或事件建構了東亞歷史的獨自結構，也創造了

所謂法則。儒學在東亞的流傳及其性質既受這些法則的規範，也因這

些法則而決定其空間領域與一元性。因此，儒學具有東亞性，一如伊

斯蘭教誕生於西亞，以及基督教與西歐歷史之間所具有的關聯性，後

者有所謂「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之說。

造成這些法則、結構的重大制度與事件，如西嶋定生所提示，是

皇帝制度的形成、冊封體制、漢字與佛教等。而東亞儒學的成立與發

展，是在這些制度、事件所形成的歷史結構之中。儒學既定義了這個

歷史結構，也被這個結構定義。舉例而言，儒學的流傳的原因之一是

西漢時期儒教的國教化，儒學成為官員的行政守則與教養內涵。而隨

著中國王權（皇帝制度）的發展，東亞出現冊封體制。再藉由冊封體制

的媒介，漢字、儒學與律令等文化或制度得以傳入朝鮮半島與日本列

27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頁5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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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這些錯綜複雜的事件、制度，互相交織，而形成了西嶋定生所謂

的法則，我也稱之為東亞性。儒學之所以成為東亞這個地區的共通文

化現象，也由這個東亞性所決定。也因此，儒學之前可以冠上東亞。

我想再回頭強調詮釋的角度。一方面我們看到儒學發展於東亞獨

特的歷史結構中，而成為此區域的共通文化；另一方面不同的行動者

也基於不的策略或目的，而對儒學進行不同理解與詮釋。因此，東亞

儒學也呈現多元面貌。

本文是我作為一個近年臺灣的東亞儒學研究計畫執行者，對於東

亞儒學課題作出的展望。從「近世東亞儒家經典詮釋傳統」研究計畫

到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是一段我最愉快的學術歷程，同計畫的成

員是我良師益友，感念再三，謹誌文末。

（責任編輯：蔡嘉華）


